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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汤姆生决定不看乌云 专栏 叶挺以“正大光明、扬眉吐气”为子女取名 读书

【
访
谈
】

“因武而昌”，历代战争影响武汉城市形态

武汉建城历史悠久。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
商王朝为开拓南疆、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在汉口北郊
今黄陂叶店建起了盘龙城。

盘龙城的军事意图极为突出，不仅控制了当时的
战略资源青铜，还有学者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征伐
南方的军事据点”。

东汉末、三国时期，烽烟四起，群雄竞逐。各路诸
侯在龟、蛇二处夹江峭峙，筑起屯、垒、城、堡。两江交
汇处的高阜上，更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塞。最
早的一座军事城堡是位于汉阳龟山西北坡的卻月城，
东汉末一度成为江夏太守黄祖的军事据点和江夏郡
治。此城紧扼汉水入江要道，具有城港一体的形态特
征。公元223年，孙权在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城西临
江黄鹄矶上的那座军事瞭望台，即黄鹤楼之雏形，并最
终演化为中国四大名楼之一。

南北朝时期武汉更是南北争夺的前沿阵地。刘宋
政权在夏口城基础上构筑郢州城；刘宋时期的沈攸之
叛乱和南梁侯景叛乱，双方在今武昌、汉阳多次交战；
一直到公元587年，北周将军拓跋定率步骑二万攻取郢
州，武汉在135年的南朝历史时段里，其中近80年是在
战火纷扰中度过的。

唐末五代，农民起义蜂起，军阀割据战争频仍，武
汉再次陷入战争泥潭之中，王仙芝、黄巢转战江汉，曾
两次攻陷鄂州。南宋时期，宋金对峙之际，武汉长期是

双方争夺的前沿阵地。岳飞自绍兴四年（1134年）兼任
荆南鄂岳州制置使起，驻屯武汉七年。他以武汉为基
地，先后收复襄阳府及郢、随、唐、邓州、汉阳军六部，并
北伐攻克商州、虢州，抵挡住了金军进一步南侵，保住
了南宋的半壁江山。

元末农民起义时，徐寿辉领导的起义军与元军多
次在武昌进行较量反复争夺，曾两度攻下武昌。汉阳
还先后成为徐寿辉天完政权和陈友谅大汉政权的“国
都”达6年之久。

明末清初，农民起义、明清交战，交替进行，武汉
成为交战双方反复争夺的拉锯之地。其中张献忠在
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攻占武汉三镇并建立大西
政权，后在明将左良玉进攻下退出武汉，将楚王府付
之一炬。

近代以降，武汉更是长期被战火所笼罩。太平军曾
三克武昌，四占汉口、汉阳。1864年，捻军打到距汉口市
区仅二十余里的黄陂滠口一带。辛亥革命时，汉口和汉
阳成为规模最大、争夺最激烈、牺牲最惨重的战场，史称

“阳夏战争”。北伐战争时，武昌城被围43天。抗日战争
时期，武汉保卫战迫使日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粉
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折戟沉沙铁未销，金戈铁马的战争叙事构成武汉
沉重的城市记忆，亦深刻影响了武汉的城市形态、城市
性格和文化面貌。

武汉的韧性在历史上屡次发挥作用
读+：“商兵互动”是武汉独有的现象吗？
涂文学：不能说是武汉独有，但是“商兵互动”在武汉确

实表现得更加典型突出，对武汉的影响也更加深刻。
武汉既是重要的军事中心，久为兵家必争之地，又是重

要的交通中心，是商家看好的商业码头；由于武汉尤其是汉
口的商业和市场属性，往往战争结束以后，武汉能够迅速修
复，市场再度繁荣，这在中国城市里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个交替循环的过程中，武汉的两种城市功能都发
挥到了极致，这种“极致感”也是其他城市缺乏或者说不那
么突出的。

明末战乱，汉口尽成灰烬，但不到30年，汉口便于康熙
年间再度崛起，成为“天下四聚”之一。当时，不少文人雅士
游历汉口，惊讶于这里医治战争创伤的速度，留下了一些咏
叹之作，如“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雄镇曾闻
夏口名，河山百战未全更”。1810年，汉口曾发生过一次烧
毁数万家的大火灾，但灾后重建工作非常迅速且卓有成效，

“街市中截，弥望尽成焦土。然以货物所集之区，不难重
构。一月之内……俱复其常”。

辛亥武昌首义之后，清军南下镇压，爆发阳夏之战。
冯国璋采用火攻战术，汉口除租界外多为焦土。但武昌起
义后仅仅三年，“到 1914 年，城市 80%得到重建”。当时的
海关报告中盛赞武汉韧性：1912年初，“汉口城的废墟仍在
冒烟……尽管交通严重受阻，城区还在遭受蹂躏，但1912年
的贸易总值居然创历史纪录，超过1.55亿两，而1910年只有
1.52亿两。在如此动荡多变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取得这一成
果是中国人民治愈力的一个很好说明，也是汉民族商业活
力的一个例证。”

武汉城市较强的修复机制一是因其社会对其市场需求
使然，二是得益于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城市共建，即政府主
导与民间参与的独特的城市建设机制。武昌起义后，国家
和政府意欲主导汉口重建，但因政局动荡和经费严重短缺
等因素，政府主导的汉口重建工程只修筑了几条马路，街
道、市场和居民区的建设始终停留于纸面规划。于是，汉
口商务总会等汉口民间组织主动作为，修路建房。经过将
近5年的建设，在西起歆生路（今江汉路）、北抵铁路边（今
京汉大道）、东至大智门马路（今大智路）、南到保华街和湖
北路（今中山大道）的范围内建起店铺及住房数百栋之
多。这些新建房屋大多为西式洋房，区内街道铺以碎石，
并铺设了下水道，形成了整齐的马路和成片的里弄，成为
租界和特别区以外华界唯一整齐的住宅区，因此被时人誉
为“模范区”。

读+：“商兵互动”仅仅体现在战争与商贸的交替轮换之
中吗？

涂文学：不仅是交替轮换这么简单，我认为表现在三个
层次上：

首先是商兵并用，武汉由于独特的空间格局同时具备、
显现着政治军事中心和商业中心两项城市功能。

其次是商兵并重，无论是城市发展的起源，还是对城市
的空间形态、城市文化性格，战争和商业都发挥着重要的影
响。

第三是商兵互动，一方面是在武汉城市发展历史进程
中战争和商业活动交替或交织进行，另一方面二者交互作
用，深刻影响武汉城市的物质形态和精神面貌。

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涂文学：

“商兵互动”给武汉带来坚韧和繁荣
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

史研究所特约教授、博士生导师涂文学的两部新书即将

付梓，一部是他主编的《武汉城市通史》（8卷本），一部是

他独著的《武汉城市史》（上下卷）。上周，他在接受长江

日报《读+》周刊专访时表示：从城市史角度来看，武汉

是中国唯一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城市；而“商兵互

动”，是武汉城市生成与发展的动力机制，武汉城市的历

史是“商兵互动”的历史。

“因商而兴”，从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

武汉早期的发展是“因武而昌”，中古以后，则“因
商而兴”，商业贸易开始成为武汉最显著的城市功能。

隋完成南北统一后，于开皇九年（589年）改汝南县
为江夏县（县治在今武昌区），同时改郢州为鄂州，治所
也设于江夏。江夏之名一直沿用至清代。隋大业二年
（公元606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县治在今汉阳区），汉
阳之名沿用至今。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汉阳县治
所迁至龟山南麓。自此，武昌、汉阳“双城”隔江而峙，
武汉城市空间格局真正进入“双城并峙”时代。

唐代是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在这
一时期，武昌（当时称鄂州）与汉阳不再仅仅用作军事
要塞或军港，而且成为商旅辐辏的贸易港口，这预示着
武汉城市功能开始发生重大转型，这一转型将持续下
去，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

唐朝中央政府地处关中，而财赋依靠东南，由东南
运至关中的漕粮主要依靠长江与汉水为通道。特别是
安史之乱以后，淮河水运被阻绝，汉水的重要性更加凸
显，经汉水至长江直抵江南的这条通道遂成为攸关唐
帝国安危的生命线。而唐帝国的这条经济生命线到后
来同样担当起了沟通中国东西两大经济区的重要使
命，成为川陕豫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交换的重
要通道。鄂州处于沟通东南与西北水路通道的节点
上，形成控引东西、沟通南北的枢纽地位，正是凭借着
这一枢纽地位，鄂州一跃而成“东南巨镇”。

唐代鄂州的港埠功能齐备、转输贸易发达，成为长
江流域中与扬州、益州、江陵等著名港口齐名的重要商
港。沿江码头林立，江面上舳舻相连，沿岸街市喧闹，
商贾云集，一派繁盛景象。大诗人李白对此印象深刻，
写下了“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的诗句。史书记载，
唐中期的广德元年（763 年），鄂州江面曾发生一场大
火，焚毁船只三千多艘，这还只是停泊在港口的部分船
只。可见，“万舸此中来”并非夸张之辞。

江南的鄂州繁华如许，江北的汉阳也热闹非凡。
这里的港埠条件丝毫不逊于江对岸，它背靠龟山，东临
长江，北面汉水，是过往船只必经之地。唐代，这里的
航运与商贸已开始兴盛，吴蜀楼船连帆而过。到了宋
代，这一带的港市更为繁荣，在时人眼里，汉阳“平时十
万户，鸳瓦百贾区”。武汉的“双城”隔江相望，交相辉
映，共同编织出一幅商业都会的绚丽图景。

到明清之际，延续了上千年的“双城并峙”格局被
“三镇鼎立”的格局所取代，新近形成的汉口镇异军突
起，一路狂飙，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新的亮点。所谓

“天下四聚”就是当时中国的四个商业中心，汉口是其
中之一，而且是长江上、中游及广大中西部地区最大的
商业中心。

作为“天下四聚”之一的汉口，其突出的优势就是
水陆交通的发达。大交通孕育出大码头，大码头催生

出大市场，大市场带来了大商业，大商业造就了大行
业。

有清一代，汉口的商业行业以“八大行”见称，“八
大行”是指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
材、纸张八个商业门类。

大码头、大市场、大流通使武汉的商业呈现出盛大
的气象。全国各地商帮在此竞富逐利，各呈风流，把汉
口市场搞得风生水起、波澜壮阔。各地旅汉商贾纷纷
结成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俗称“帮口”，于是就有了湖
南帮、宁波帮、安徽帮、四川帮、山陕帮、药帮、钱帮等。
各帮活动和议事的地方称为会馆或公所。清代中期，
汉口的会馆、公所众多，达200余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宝庆会馆、广东会馆、山陕会馆、新安书院（徽州会馆）、
宁波会馆等，绝大多数集中在汉正街一带。

1861年开埠以后，汉口市场进一步扩大。据统计，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经汉口出口的棉花占
全国输出总值的 40%，茶叶出口量一度占到全国的
60%，桐油的一般年份输出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个
别年份占60%～80%。1906年，江汉关统计的汉口港货
物进出口总值约占当年全国贸易总值的12.4%，这一份
额仅次于上海。此时的汉口已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
的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中心，中西部地区的农副产品主
要通过汉口输往上海或外洋。其进出口贸易（直接贸
易与间接贸易合计）长期位居全国通商口岸的前三名，
成为“四大口岸”或“五大商埠”之一。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武汉最终形成了汉口、汉
阳、武昌三镇鼎立的空间格局。武昌成为区域性的政
治、军事与文化中心，汉阳成为府县治所之所在，汉口
虽最晚出现，却后来居上，成为贸易、交通繁盛的商业
大都会。

从“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不仅仅是城市数量
的简单增加，亦不仅是城市空间格局的某些变化，其深
层次的意义在于武汉城市性质及城市功能的质的飞
跃。在“双城并峙”时代，城市的性质、功能是建构在政
治、军事及其带来的些许商业因素之上，不过是中国传
统城市的“复刻版”而已。然而在进入“三镇鼎立”时代
后，武汉城市的另类特征开始显现，商业、市场、贸易、
流通等与传统中国城市与众不同的功能特质表露无
遗。

从“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更使得武汉城市文
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质。武昌、汉阳的文化特质明显
呈现出厚重、质朴、尚勇等与政治军事中心相适应的特
征，而汉口则相反，其呈现的是商业氛围下的重利、开
放、包容、善变、实用等若干文化特征，而在迈入近代社
会后，汉口因首先开埠之原因，更呈现出了若干异质、
现代的文化特质。三镇之间的文化互相渗透、融会贯
通，最终形成了武汉独特多元的文化风貌。

武汉城市史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写”
读+：花大气力研究武汉城市史，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
涂文学：只有将武汉城市发展史置于中国城市史的视角

之下，才会凸显“武汉研究”的价值。
中国城市历史经历了商周及战国“邑制城市”、秦汉以降

“郡县城市”、明清时期“工商市镇”、晚清民国“现代都会”等
发展阶段。

武汉这座伟大的城市，由于特殊历史机缘（城市起源早）
和独特空间形态（三镇鼎立的组合城市格局）,在数千年发展
历程中，完整地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城市历史的四个不同阶段
和四种城市形态，在不同的时间层次把一个个世代的具体特
征都依次贯穿起来了。一部武汉城市史，就是中国城市史的
缩写版。

盘龙城将武汉城市起源定格在3500年前，武汉是中国
最早兴起并具有典型“邑制城市”的城市之一，在中国省会城
市中，武汉城龄仅次于郑州和杭州，位列第三：郑州5300年，
杭州5300年，武汉3500年，北京3100年，西安3000年，广州

2000年，上海700年，天津600年。
北京、西安、郑州、广州等城市历史悠久，但是由于它们

长期作为全国或区域政治中心，历史上只经历了邑制城市、
郡县城市和现代都会三个阶段，而纯粹工商功能且具有体制
外属性的工商市镇则与之无缘；上海、天津建城历史较短，没
有邑制城市的城市履历；苏州明清以来工商业发达，但它长
期以来是作为地区行政中心而存在的，同样不具备工商市镇

“体制外”、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这样一些特征。
武汉作为唯一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的城市，是由其独特地

理位置和空间格局决定的。特别是汉口崛起于明清之际，此
时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完成，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江
南工商市镇勃兴，汉口因其突出的商业功能和非行政中心的
单一商业城市而成为其典型代表。正是由于武汉城市在时
间演进和形态类型与中国城市史的高度契合一致，武汉城市
史的研究也因此获得了超越个体城市，以此为蓝本认识和研
究中国城市史的范型意义。

“商兵互动”深刻影响了武汉人的性格
读+：您提出，“商兵互动”深刻影响了武汉的城市文化

和武汉人的性格，能否展开说说？
涂文学：长期战争环境的历练，培养了武汉人处变不

惊、镇定自若、应急能力强、决断水平高的独特禀赋和坚毅
品格。武汉人敢于尝试，“敢为天下先”，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有一股“蛮”性。这样的武汉人留给外地人一种爱憎分
明、脾气火暴、说话办事风风火火的印象。

久远的商业传统、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滋养出武汉人
务实尚利、求实趋新的行为取向，这种行为取向不仅将武汉
人培育成商场上的行家里手，而且启蒙了他们的“现代意
识”，使他们较早地具备了对城市事务高度关注的参与意识
和民主自治意识，近代的武汉市民是一群有主见、敢参与、
善竞争的人，是一群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离经叛道的人，而正
是他们，使武汉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使武汉这座城
市在封建社会的晚期显露出了一丝“近代”的晨曦，透出了
一种“别样”的风采。

“商”与“兵”的互动，深深地影响了武汉的城市文化特
征与城市个性特质。长期以来的战争动乱与商业码头的高
度流动性，使得武汉城市文化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对于外来
文化和新鲜事物的吸纳能力很强，有一种普遍的变革、趋新
意识。武汉的码头不仅转输商品，也转输文化。商品、人口
和文化的流动，使武汉这个移民城市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文

化宽容性。如汉口市民在民国初年就追捧新剧（话剧）。城
市文化因此而呈现时尚浪漫的多彩风貌，并成为向内陆传
播近代西方文化的桥梁。

从经济角度来说，商业口岸商品与人员的快速流动，使
得武汉人拥有了对市场的敏锐觉察力和灵活的市场操控能
力。竞争性使武汉人很早就拥有了市场意识。美国学者罗
威廉就曾高度评价汉口的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但是又
因为动荡不居的战争环境和“转输贸易”的商业经营方式，
使得汉口的商人们热衷于进行投资少、回报高、时间短的投
机生意。

读+：武汉人的性格就这样被决定了吗？
涂文学：当然不是。人是环境的产物，随着和平时代的

持续和现代社会的发展，武汉不仅远离了战争，而且正发展
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一些从农业
时代、冷兵器时代、小商品时代遗留下的“基因”，正逐步被
稀释、淡化。城市的功能、格局、环境变了以后，城市的文
化、城市的性格、市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会慢慢改变。

当然这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传统的城市性格，包
括一些负面的东西，根深蒂固，还是会经常出现，但是总体
来讲，我们的城市文化将是朝着更加良性、更加现代的方向
去发展。

涂文学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热干面的芝麻酱香气与浩荡长江的水汽混杂，构成
我对武汉最初的嗅觉记忆。这座城市的气质，就像那碗
看似粗粝但内藏细腻的热干面，回味绵长。

再跟随涂文学教授的著作走进武汉的历史深处，眼
前浮现青铜与白银合铸的形象——青铜象征战争的淬
炼，白银代表商业的流动，两者结合让武汉既能在战火中
屹立不倒，又能在商潮里翻涌不息。

三国时期，孙权在蛇山筑夏口城，武汉的军事基因
由此镌刻。明末张献忠攻武昌，太平天国血战武昌城，
辛亥首义的第一枪在武昌打响，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
保卫战……一次次历史的转折，武汉都站在风暴中心。
某种程度上说，这座城市的骨骼，是由战争锻造的。今

天的起义门、辛亥纪念馆，仍在无声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铁
血往事。

如果说武昌是“青铜之城”，那么汉口就是“白银之
市”。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崛起，至清代已成“天下
四聚”之一。这里没有士大夫的矜持，只有码头工人的号
子、商贩的吆喝、钱庄算盘的脆响。

或许，武汉的真正魅力，在于它韧性包容不能被简
单定义。它是青铜与白银的合金，是战争与商业的交
响，是历史与未来的对话。其“兵家、商家必争之地”的
地位，既源于地理枢纽优势，也因它在历史关键节点上
的战略作用。

王永芳

兵家商家必争之地


